
由“永历入缅”叙事文本演变看边疆地区的王朝认同与国家认同

姚　 胜

　　摘　要：顺治十五年年底至次年年初，在清军的进逼之下，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由云南逃入缅甸，四年后被清军

押回昆明处死。 此后，永历帝陪臣率先建构“狩缅”叙事，通过刻画朱由榔的仁君形象，以突出前明遗民对明朝的认

同。 清朝官方并不承认朱由榔的皇帝身份，而只将其视为明末一普通藩王。 由此，该叙事由前明遗民的“狩缅”转
变为清朝的“走缅”。 随着统治逐渐稳固，清廷放松了管控，仍以“狩缅”为主题但淡化了明、清王朝书写的“永历叙

事”在云南再度发展。 清末革命兴起，在云南革命党人的重构之下，“狩缅”叙事进而成为民主革命动员与国家认同

宣示的工具。 清初至民初，从“狩缅”到“走缅”再到“狩缅”的叙事演变，反映了不同立场的对立、不同群体的诉求

及不同时代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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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４４ 年，清军入关，明朝宗室在南方相继成立

了多个小朝廷，永历朝廷是其中的最后一个。 １６５８
年年底，永历朝廷在清军的逼迫下从云南逃往缅甸，
四年后永历帝朱由榔被清军捉回昆明处决。 学界关

于“永历入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入缅”的背

景、原因及影响①。 然而，永历“入缅”虽然只是发

生于清初的一段史实，但永历“入缅”叙事则有着一

个较长时段的演变过程。 如果将目光从清初延展至

清末民初，我们就会发现“入缅”的相关文本不断延

绵辗转，推陈出新，形成与有清一代相始终的四阶段

叙事。 四个阶段叙事主体分明，主题鲜明，内涵丰

富。 对“入缅”叙事及其文本演变过程，学界尚无人

关注。 本文旨在通过耙梳文献，从不同阶段的叙事

主体如何建构、改订、发展及重构叙事入手，考察

“入缅”叙事的文本演变过程，揭示“入缅”叙事主题

的变迁，特别是后期叙事者从王朝认同到国家认同

的转变。

一、永历遗民的叙事建构及其
明朝末帝的历史书写

　 　 最早的“入缅”叙事由三部著述组成，即邓凯

《也是录》②、刘茝《狩缅纪事》③、杨德泽《杨监笔

记》④。 作者均为永历朝廷遗民。 邓凯与刘茝是朱

由榔陪臣，杨德泽为后宫宦官。 《也是录》自叙介

绍，邓凯为江西吉安人，官至永历朝右军都督府都督

同知，扈从朱由榔一路逃入缅甸，并一同被清军捉回

云南。 朱由榔死后，邓凯在昆明出家为僧。 刘茝，籍
贯一说为蜀人，一说为滇人，朱由榔死后留居云

南⑤。 清初安徽桐城人方孝标曾游云南并与刘茝会

面，听其讲述永历旧事［１］２８７，２８９。 《杨监笔记》自叙

杨德泽祖籍湖北麻城，孩童时流落云南，八岁净身入

宫。 从其为朱由榔母亲、女儿送终的记载来看，杨德

泽最后很可能陪同其去了北京。 考虑到三位作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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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朝廷的关系，三部撰述的绝大部分内容当为作

者亲见或亲闻。 这三部撰述建构了“入缅”叙事的

基本框架以及朱由榔的仁君形象。 这一时期的“入
缅”叙事，也可被称为“狩缅”叙事。

１．遗民叙事中明朝末帝的艰难“狩缅”
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 年）十二月初八，清军占领贵

州安龙，进逼云南。 在短暂的“幸蜀”还是“幸缅”犹
豫之后，十五日，朱由榔逃离昆明。 二十日，朱由榔

逃离楚雄。 二十一日，李定国弃守昆明。 二十四日，
朱由榔逃至赵州。 顺治十六年正月初四，朱由榔逃

至永昌，四十天后，“清人犯玉龙关，巩昌王白文选

败走，直入永平冲漾碧，上仓卒移幸”，同年二月十

五日⑥，朱由榔逃离永昌。 此后李定国在潞江（今怒

江）磨盘山伏击清军失利，朱由榔于二十五日逃至

盏达土司。 二十六日进入缅关，二十九日抵达缅甸

蛮莫⑦。 此后，朱由榔在缅甸寓居两年。 顺治十八

年十二月初一，清军兵临缅都阿瓦城下，缅甸交出朱

由榔。 康熙元年（１６６２ 年）三月十二日，朱由榔被押

回昆明。 四月二十五日，朱由榔被杀。 六月，李定国

病死⑧。
从昆明入缅，朱由榔基本是一路奔逃，除在永昌

喘息四十日之外，前后两段几乎马不停蹄，日夜兼

程。 逃离昆明时场面凄凉：
　 　 只见省城内外老少人等拈香随辇，遮道而

哭要随驾上永昌去。 皇上见时大哭曰：“尔等

俱宜回去。 俟中兴之日，再与尔等相会。 此还

是我贻害了你众百姓了。”这些老少闻言，哭声

震地，恋恋不舍。［２］５５６

此般情形，在《杨监笔记》中随处可见，给人印

象是朱由榔虽为亡命但不失为仁厚之君⑨。 为逃入

缅甸，朱由榔在缅人要求下，竟荒唐地下令全体缴

械［３］７，这为其在缅甸的悲惨命运种下了祸根。 此

后两年，整个永历朝廷及官员家眷在缅甸生活颠沛、
任人宰割。

作为永历朝廷的军事统帅，晋王李定国承担着

抵御清军、护卫朱由榔的重任。 朱由榔逃离沿途，李
定国一共部署了三次阻击战，却屡战屡败。 逃离昆

明时，李定国“令总兵王惠带三千人马去守草铺，又
令总兵潘融带三千人马在丰禄县镇守，又令左路将

军窦名望带五千精兵在此镇守”，“又令副将王镇带

五百 能 走 的 步 兵 藏 在 安 宁 州 探 听 清 兵 的 消

息” ［２］５５７。 朱由榔于十二月十五日逃离昆明，不到

一周，李定国就于二十一日弃守昆明。 清军进攻大

理玉龙关，李定国命白文选抵抗，不敌，败走。 腾冲

磨盘山伏击清军，李定国仍然大败［３］６。 据《杨监笔

记》记载，李定国听闻伏击失败、老将窦名望阵亡

时，“大叫一声，晕死在地” ［２］５６３。 此后朱由榔进入

缅甸，李定国只得引军游击于滇缅边境，无力回天。
当朱由榔被捉回昆明之后，《狩缅纪事》有一段

清军满洲八旗一部欲挟朱由榔自立的记载：
　 　 时满洲有甲喇章京，少年骁勇，阴连满人之

壮健者，自称平汉王，刻印缮装，乘城中演戏，约
以戏场举事。 欲先入王府，然后刦上驾入秦，尽
杀汉中大营，故以平汉为号，已布置定妥。 会章

京性颇严急，有小子过犯，扑责将毙，置之马房，
小子乘夜走出，报与白旗卓固山。 擒章京以下

共十一人。［３］２０

《也是录》与《杨监笔记》对此均无记载，但《杨
监笔记》有一段关于清军将领爱星阿在缅甸“朝见”
朱由榔的记载［２］５７０。 康熙三十年成书的《云南通

志》 只记载 “ 四月， 官兵厄儿特洒出等谋叛伏

诛” ［４］９４，未将其与朱由榔加以联系。 不过，五年后

成书的《云南府志》则记载：“吴三桂送永历至省，人
心未定。 正蓝旗章京厄儿特乘机同本固山邵尔代、
牛录下洒出莽出纠官兵录间色对等割辫为号，约初

二日谋反，往汉中立厄儿特为王。 机泄，吴三桂、爱
星阿、卓罗擒获逆党，请旨正法。” ［５］ 部分清军谋叛

之事当属可信，《狩缅纪事》将清军谋叛与朱由榔嫁

接一处，突出其“仍为天子”的立场，表明永历遗民

虽已入清，但仍效忠前明。
对于朱由榔、李定国之死，三部撰述中只有《狩

缅纪事》给予了记载且笔墨较多。 朱由榔死于四月

二十五日，“是日辰时，天气晴明，巳时忽然霾暗，大
雷雨。 滇人如丧考妣，罢市哀恸。 各街士民假称丁

艰丧服，半皆缟素” ［３］２０。 六月，“上被执音至，晋王

大哭撞胸，郁郁成疾。 是时通营马死几半，晋王乃具

表告上帝云：‘大明数尽，何必死马死兵，但当绝臣

一人，则数万人星散矣。’次日即抱病不起”。 “十七

日薨。” ［３］２１《狩缅纪事》对李定国评价两分，先借滇

人议论之口高度肯定李定国之死“大有田横之风，
不若白文选束甲来降，气节扫地” ［３］２１，接着直指

“晋王误国之罄，即一死但可赎其半尔” ［３］２２。
２．遗民叙事中明朝末帝的仁君形象

叙事建构之后，拥有前明遗民心理的文人，在朱

由榔陪臣“狩缅”叙事建构的基础上，展开了进一步

的补充与扩展，特别是对朱由榔，着力刻画其仁君的

形象。 有着强烈抗清情结的广东番禺人屈大均撰

《安龙逸史》，在《杨监笔记》的基础上增加了“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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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鸡关”⑩的说法。
　 　 上至碧鸡关，见兵民塞路不前，哭声震动天

地。 上谕住辇，起立，手扶天波左肩，回顾城中

宫阙，挥涕曰：“朕行未远，已见军民如此涂炭，
以朕一人而苦万姓，诚不如还宫死社稷，以免生

民惨毒。”谕毕大哭。 天波俯伏奏慰，定国飞骑

亦至，共慰上怀，请御辇前发，以慰众心。 上不

得已就辇，然从行人众。

《安龙逸史》还多出了一段李定国“保护仓廪”
的叙述：“时秋粮已征贮，定国谕各营不得毁其仓

廪，恐清师至此无粮，徒苦我百姓。”同书紧接其后

的“或曰上谕晋王，令勿烧毁也” ［６］１１８一句则暗示

朱由榔宅心仁厚。 佚名的《明末滇南纪略》进一步

暗示毁仓动议之人为巩昌王白文选，接着描述了一

番李定国当时的心理动态：
　 　 晋王于十二月十六日回至省城，与巩昌王

等议，欲烧仓廒朝堂府署，惟留一空城。 晋王

云：“我等到云南十余年，也作践百姓勾了，若

不留下仓粮，深为民累。”于是不烧仓廒官署，
謄城而去。

对于朱由榔之死，后出遗民撰述不仅沿用《狩
缅纪事》的方式，以天气突变烘托悲情，更增加了

“二龙西逝”的场景。 胡钦华《天南纪事》记载：“时
日在禺中也，大风四起，黄霾蔽天，俄而雷雨大作，平
地水高尺许。 云中若两龙蜒蜿西逝。”署为“旧京

孤臣金钟编辑”的《皇明末造录》记载：“是日晴天无

云，忽霹雳大震，云雾塞天，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滇
人老稚悲恸。” “共见有黑白二龙上腾天际云。”

《行在阳秋》则增加了朱由榔太子痛骂吴三桂的情

节：“黠贼！ 我朝何负于汝，我父子何仇于汝，乃至

此耶！”

朱由榔死后，《狩缅纪事》记载李定国焚表告

天，不久抱病而卒。 《皇明末造录》则称其绝食而

死：“六月二十七日，晋王李定国闻驾崩，不食数日，
卒于猛腊。” ［７］ 《入缅始末》的描述则更为详细，当
闻知永历帝及太子被清军执回云南，李定国仍图谋

营救：
　 　 会定国营中人马病死日甚一日，定国乃斋

戒作表陈：“生平行事，继反正辅明，皆本至诚，
何皇穹不佑，致有今日。 祷于天，若明祚未终、
皇上可救，乞顺某所为、车马无灾，俾齐心努力

出滇救主；如果大数已定，皇上无救，乞赐某一

人早死，无害此军民！”五月十五日焚表，六月

十一日定国生辰，是日病作，旋闻行在及太子遇

害，仰天大恸，病遂笃。
二十七日夜，定国卒。

在“狩缅”叙事中，永历帝朱由榔无疑是中心人

物，晋王李定国则与朱由榔构成了一个 “双星系

统”。 朱由榔逃亡山穷水尽，李定国护驾回天无力。
这些撰述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个画面，无不呈现永

历遗民对“皇上”朱由榔的无限哀思。 叙事者效忠

的王朝———明朝虽已不复存在，但仍刻印于前明遗

民心中。

二、清朝的叙事变更及其对
朱由榔身份的贬抑

　 　 １．清廷改订叙事及其对民间的影响

“入缅”叙事属于清朝国家“前明”历史撰述的

一部分。 清朝甫一入关，即于顺治二年提出修撰

《明史》之议。 清朝官修《明史》前后用了近百年，数
易其稿，才于乾隆四年（１７３９ 年）最终完成。 在官

修《明史》中，明祚终于何年以及弘光、隆武、永历三

朝如何定位是重大问题。 清朝官方长期坚持“明亡

于流寇”及“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立场，
将明祚终结断于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 年）。 虽然此后

乾隆皇帝将明亡时间后推一年至弘光元年（１６４５
年），但对于朱由榔的态度，清廷不仅始终未承认其

所谓前明天子地位，甚至对于其“藩王”的地位，还
有一个从“特殊藩王”降为“普通藩王”的过程。 “关
于南明帝王史事，由最初讨论为依据《宋史·瀛国

公纪》体例，附于《崇祯帝本纪》论赞之末，到独成

《三王传》，附于《诸王列传》之后，而最终改置于其

始封诸王之末。” ［８］ 不仅如此，《明史》仅在第一次

提及朱由榔时称其“崇祯时，封永明王”，之后直书

“由榔” “走缅”，记载非常简略［９］ 。 清廷不能容忍

前明遗民将朱由榔尊为正统天子的做法，遗民的

“狩缅”叙事也就在清朝一方变成了“走缅”叙事。
一开始，民间叙事者似乎对清廷这一政策尚无

意识。 刘献廷的《广阳杂记》记载了早年居滇后流

寓衡阳且“知滇事最详”的吉坦然的口述，其中对朱

由榔有一番描述：
　 　 永历面如满月，须长过脐，日角龙颜，顾盼

伟如也。
是日天极晴朗，忽有黑云起，风雷交作。 城

外里许，有金汁湖，在归化寺侧，民储水灌田者

也。 有龙出于中，蜿蜒升天，头、角、爪、牙皆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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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献廷性情疏阔，在妻子张氏去世后，“慨然欲

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博采轶

事”。 刘当于此时前往湖南，得闻吉坦然所言。 温

睿临在《南疆逸史》中记载：“帝丰颐伟干，貌似神宗

而性恶繁重，亦颇似之。 无声色玩游嗜好，不饮酒。
虽不甚学而喜闻讲论忠义，事两宫尽孝。 蒙难之日，
暴风雷雨，昼晦。” ［１０］ 《南疆逸史》一书，系温睿临在

万斯同的提议之下撰成，写作和成书年代在万斯同

逝世之后，约当康熙后期。 刘献廷《广阳杂记》成
书早于温睿临《南疆逸史》，但后者对朱由榔的描

述，未采用前者所收之吉坦然口述，抑或温氏写作时

未见及刘著。 刘献廷、温睿临二人未受清廷迫害，但
庄廷 、方孝标、戴名世等却受害惨烈。 戴名世

《南山集》案系受方孝标《滇游纪闻》一书所牵连。
他们只是没有“政治敏感性”而已，并非真的有意要

去“尊明”“抑清”甚至“反清”。 刘、温二人均曾供

职清廷明史馆，二人虽未全然服从清廷政策，但也谈

不上有什么遗民情结。
但是，清廷通过延续四朝的文字狱对“尊明抑

清”的私修前明撰述及其作者进行摧残，必然会对

清代私人撰述者造成影响。 我们能看到，虽然清代

前期出现的一批关于“永历入缅”的撰述的成书时

代与遗民撰述重叠，但其立意则截然不同，不仅将笔

墨主要着墨于“入缅”具体过程的补叙，在年号、尊
号的处理以及叙事的态度上也与清朝官方政策相吻

合，即前明君主“狩缅”变成了前明藩王“走缅”。 其

中比较突出的是《明季南略》《续编绥寇纪略》和《劫
灰录》。

顺治十六年正月初三，即朱由榔驻跸永昌的前

一天，“三桂收复云南” ［１１］４７８。 初八，“三桂克取罗

次”。 此后，清军未有穷追，而是在滇东停留了一个

月，稳 定 局 势， “ 移 檄 远 近， 招 抚 云 贵 之 未 降

者” ［１２］１３７。 顺治十六年二月初二，清军吴三桂部自

罗次挥师西进。 初十，大兵“追败王国勋兵于普淜。
十五日，至大理之玉龙关，白文选、张光翠、陈胜等俱

战败”。 大理府与永昌府接壤。 朱由榔闻讯于十

五日撤离永昌。 十八日，吴三桂同征南将军进入永

昌，“士民焚香手额。 抚毕出城，戒无侵扰，即严师

前进”。 “二十四日，取腾越州。 二十五日，过南甸，
追至孟村，离腾越百有十里，为云南迤西尽界，外即

三宣、六慰、缅甸。 三十日，振旅班师。” ［１１］４７９。 二

十五日当天，清军与永历朝廷仅相距二百里。 假如

清军加快行军速度，加大军事压力，或许朱由榔在进

入缅关之前就会被清军擒获。 与前明遗民的叙事视

角不同，清人叙事明显是清军追击穷寇的视角。
对于朱由榔之死，清人叙事或只字不提，或一笔

带过。 《明季南略》仅记：“缅人遂执永历及其母太

后等，并从官家口献军前。” “未几，定国死于景线，
云南悉平。” ［１１］４８３完全回避了朱由榔之死及其死

况。 《续编绥寇纪略》记载：“四月二十五日，同太子

皆遇害。 是日昼晦，大雷烈风，雷雨交作，滇人异

之。” ［１２］１４３《续编绥寇纪略》所记信息略详，但与遗

民的仁君叙事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
２．民间叙事文本的“改窜”与回避

清廷意识形态的另一个影响是所谓“改窜”文

本的出现。 《劫灰录》与《见闻随笔》的互文关系争

议不断。 刘献廷称：“《劫灰录》，乃冯甦所著。” ［１３］

《见闻随笔》收有三篇序文，均称该书为冯甦所撰，
其中毛奇龄在序中称：“《见闻随笔》者，司寇冯先生

所著书也。” 叶廷琯疑撰者为方以智、钱澄之之

辈，傅以礼认同叶廷琯所言［１４］ ，但朱希祖则认为

《劫灰录》袭自《见闻随笔》下卷。 谢国桢判断“此
二书恐系一书而析为二者” ［１５］５４７。 中华书局上海

编辑所则与朱希祖正好相反，该所在其点校出版的

《野史无文》前言中认为“珠江寓舫偶记的《劫灰

录》”，“曾被冯甦收入《见闻随笔》 作为下卷”。
《见闻随笔》卷下《永明王始末》《沐天波》《李定国》
等传，内容与《劫灰录》之《永明王僭号始末》 《沐天

波传》《李定国传》基本相同，后者则多出《大临始

末》《舟山始末》《延平始末》三传。 《四库提要》称：
“国朝冯甦撰，甦有《滇考》，已著录。” “盖时方开局

修《明史》，总裁叶方蔼以甦久宦云南，询以西南事

实。 因摭所记忆，述为此编，以送史馆。 毛奇龄分纂

《流寇传》，其大略悉取材于此。” ［１６］ 无论如何，《劫
灰录》与《见闻随笔》当为同出之书，而《见闻随笔》
为呈清廷明史馆所用。

《安龙逸史》与《残明纪事》也是一对重要的互

文撰述。 二书内容几无二致，当为同出。 《安龙逸

史》的序称：“初得《也是录》，既序而识之矣。 兹以

避兵武阳，复睹《安龙逸史》 一书。” ［６］７６ 《残明纪

事》的序称：“初得《也是录》，既序而识之已。 兹避

兵阳武，复得《残明纪事》一编。” ［１７］ 郭影秋认为

《残明纪事》原为屈大均《安龙逸史》，“由王渔洋改

窜而成” ［１８］ 。 谢国桢认为《安龙逸史》当系屈大均

所撰［１５］５５８，并认同郭影秋的看法［１５］５７０。 吴航认

为《残明纪事》上交清廷明史馆时，为王士祯所篡

改。 《残明笔记》与《安龙逸史》在王朝认同上差

异明显， 《残明纪事》 称朱由榔为 “王”，清为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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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安龙逸史》则分别将他们称为“上”与“清”。
不仅有一书改为另一书，还有杂合多书“改窜”

为一书的情况。 邵廷采编撰的纪传体 《西南纪

事》，篇目与《劫灰录》《见闻随笔》相似，但该书卷

十《李定国传》与本文第一节提到过的《入缅始末》
的内容基本相同。 邵廷采生于顺治五年，《西南纪

事》成书当在康熙中期。 《入缅始末》 较 《西南纪

事·李定国传》多“自铜壁关入缅事悉载邓凯《也是

录》” ［１９］一语。 据此可知，《入缅始末》成书于邓凯

《也是录》之后，而后又被邵廷采改为《西南纪事》之
《李定国传》。 《西南纪事》将清朝称“大清”，抬格，
《入缅始末》为抄本，只称“清”，无抬格。 二书“改
窜”路径所见之清朝国家政策的影响亦十分明显。

不书写也是一种书写。 康熙三十年至四十年之

间修撰的《云南通志》及《云南府志》，虽有朱由榔

入缅史事，但记载十分简略。 康熙《永昌府志》仅附

记有“缅甸死节烈女十一人”事［２０］１０３３。 至于南明

遗民建构“狩缅”叙事的三部撰述，《云南通志》 《云
南府志》及《永昌府志》中的“艺文志”，则完全没有

收录。
３．清朝中后期官方对叙事钳制的放松

清朝在进入乾隆朝之后，早已成为以大一统为

己任的华夏正统。 康熙帝禁谈夷夏，雍正帝颁布

《大义觉迷录》以地域来解构华夷之辨，乾隆帝则反

对满族是夷狄的观念并以华夏自居。 此时，国内民

族矛盾渐趋缓和，阶级矛盾、国家秩序、君臣大义成

为清朝统治者关注的核心［２１］ 。 清廷完成《明史》编
修，并通过编纂《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钦定胜朝殉

节诸臣录》明确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进而通过编

修《四库全书》禁毁违反统治阶级思想的图籍，清朝

对于“前明叙事”的自信得以建立起来。 同时，前明

遗民相继谢世，文人民族意识和反抗斗志日渐淡漠，
以修史来反清的活动基本走向了沉寂。 在这样一种

社会普遍观念的转向之下，清朝又通过对胜朝忠节

之士的褒扬以及对前明降臣洪承畴等“贰臣”的贬

斥来强化忠君节义的意识形态，并延伸至民间。 由

此，清廷不再刻意强调正统问题，而主要关注王朝治

理的历史教训，以宣扬君仁臣义主题再现的“狩缅”
叙事即便有所犯忌，也未见清朝像对“明史案”那样

大动干戈。
成书于乾隆十三年的《爝火录》在记述朱由榔

之死时，增加了对其体貌异相的描述：
　 　 永历双手过膝，两耳垂肩，足指甲如手能拳

曲。 其被执入滇也，万民观之，莫不流涕，曰：

“有此异相，何为而若是耶？”

如果按照朱由榔只是普通藩王的政策，该书不

可能对朱由榔做如此描写。 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
成书的《小腆纪传》以“上”称朱由榔，对其死时的记

载，不仅沿用了风云变色、太子痛骂和二龙冲天的情

节，还完全抄录《南疆逸史》的文字对朱由榔的神态

秉性大加叙述。 《小腆纪传》作者徐鼒，江苏南京六

合人，道光进士，曾充任实录馆协修官。 作为清廷史

官，徐鼒在《小腆纪传》中甚至突破清朝关于明祚终

结的官方政策，写道：“六月，招讨大元帅晋王李定

国卒。 明亡。” ［２２］光绪朝成书的《滇事总录》也沿用

了风云变色和黑龙冲天的说法，并就朱由榔形象写

道：“永历仪观甚伟，还滇居四十日，束黄丝带，举止

有度。” ［２３］１０６

当清朝进入咸丰时期，对王朝与民族对立的强

调早已退出社会的主流舞台，不仅清朝对“入缅”叙
事的钳制已悄然丧失，民间也失去了“自我审查”的
意识。 “小腆”，一说“小国”，一说“余孽”。 《滇事

总录》的序称：“翰龙兴东土，统一区夏，小腆群仇与

蘖悉除。” ［２３］９２徐鼒身为清廷史官，所撰之书以“小
腆”之名指斥南明，书中内容却突破清廷禁忌，恐怕

不仅他自己没有犯禁与否的意识，清廷对此也无以

为意。 此外，咸丰时期的“入缅”叙事与南明“狩
缅”叙事的其他部分还是有着巨大差异的。 康熙元

年，朱由榔死于吴三桂之手，朱由榔母亲、女儿入京

之后却获得清廷宽待并被赡养终老。 康熙十二年，
吴三桂叛清，继而成为遗民与清廷共同的敌人。 这

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后期撰述者在明—清王朝思想

认识上的张力，清王朝也在这段时期淡出了“入缅”
叙事的场域。

三、云南乡邦的叙事发展及其
关于中原天子驾临边疆的表达

　 　 早期无论是强调“狩缅”还是“走缅”，叙事参与

者多来自江南，但作为事发地的云南并未一直置

身事外。 虽然仍然属于“王朝认同”，但与遗民和

清朝所持“王朝正统为谁”所不同，云南乡邦强调的

是“王朝主体认同”。 对于云南来说，朱由榔是“狩
缅”还是“走缅”并不重要，甚至清朝是否承认朱由

榔为天子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云南乡邦认同朱由榔

是天子，更重要的是这位天子驾临过云南，云南是天

子临幸过的云南。
云南乡邦的“狩缅”叙事，始于“永北刘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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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稿”《晋王李定国列传》。 该传记载，当闻知永历

帝为吴三桂所擒后，李定国“叫绝大哭曰：‘恢复事

尚可为乎？ 负国负君，何以对天下万世！’ 披发徒

跣，号踊抢地，两目皆血泪，不食七日而薨。 时年四

十九，明亡”。 咸丰时期的徐鼒将明亡断于李定国

死的处理，或源自此。 刘彬，云南永北人（今丽江永

胜），原籍安徽霍邱，其父刘星海曾随朱由榔由粤入

蜀抵滇，以功擢至总兵。 “永历狩缅”后，刘星海隐

居大理，因事戍宁古塔，后为刘彬迎归。
另一云南本省叙事为立于雍正元年（１７２３ 年）

的供佛碑，题为“云南腾越协中军守府纪录一次张

施灯供佛碑记”。 碑文如下：
　 　 盖闻古佛传心，灯炳三乘之华藏；如来融

慧，炬彻万亿之山河。 灯之于空门也，亦甚要矣

哉。 燃点白毫，光中不特明心见性；朗耀青猊，
座上更得永命永年。 当披览舆图，隆昌之西有

山名曰玎珰，山脐建有西宁禅寺。 粤稽由来，自
明永历皇上西行，西府晋王李协同创建。 世阅

两朝，年逾百十，基址旧矣。
大清雍正元年孟冬月吉旦　 住持僧海天　

徒寂林

碑文内称，西宁禅寺为朱由榔、李定国君臣所

建。 揆诸康熙《永昌府志》，永平县无西宁禅寺而有

永国寺，“在叮 山半，旧在顶，僧书常建。 康熙三十

六年知县程奕移建今处” ［２０］９９５。 民国《永平县志

稿》记载该寺“旧在叮 山顶，明僧书常建，清康熙

三十六年知县程奕移建于山之平坦处”。 西宁禅

寺当为永国寺，不过该寺由明僧所建而非永历君臣

所建。
碑文中的玎珰山即博南山［４］１６７。 博南山山势

虽非险峻，但道路较为崎岖。 由永平县城往西，须翻

越博南山，然后沿山势辗转而下至谷底澜沧江边的

霁虹桥，过桥八十里才能抵达永昌府保山县（今保

山市隆阳区）。 朱由榔从昆明到永昌，历经二十一

日，中间未有停歇。 《也是录》记载，“十五日离滇”，
“己亥正月四日入永昌府” ［２４］ 。 《狩缅纪事》的记

载较为详细，“十五日丁丑，上发云南” ［３］４，“是日，
驾至安宁”，“二十日壬申，上自楚雄发驾”，“二十四

日丙子，上至赵州”，“己亥十三年，正月初四日丙

戌，上跸永昌” ［３］５。 《狩缅纪事》在朱由榔抵达赵州

之后继续记载：
　 　 是时，清师逼交水，晋王于二十一日即弃云

南。 上走，金维新先与吉翔定谋，至是，如翔言

说晋王走永昌。 晋王遂命行营兵部侍郎龚应祯

星驰前行见驾，具奏幸永昌事。 应祯追至赵州，
奏如前，上遂定幸永昌。［３］５

《狩缅纪事》给我们透露的信息是，朱由榔在赵

州得知清军入滇，李定国已于三日前撤离昆明。 从

《杨监笔记》中可以看到朱由榔从昆明至永昌，“已
走了二十一日，无一日不受惊” ［２］５５７。 朱由榔从昆

明撤至赵州只用了十天，从赵州到永昌也只用了十

天，形势危急加上博南山道路蜿蜒崎岖，朱由榔纵有

时间也断无可能在山中停驾驻跸。 李定国则一直在

为朱由榔断后护卫，直到永昌君臣二人才得以相

见［３］６。
朱由榔、李定国君臣在西逃途中，并未在永平相

遇，更没有时间创建寺院。 “协同创建”寺院一说，
当属时人想象。 不仅在滇西，在省城昆明，也有对朱

由榔的想象事迹。 最早三部陪臣撰述并无朱由榔撤

离昆明时途经碧鸡关的记载，碧鸡关一节最初系

《安龙逸史》基于《杨监笔记》有关朱由榔撤离昆明

时遇军民哭挽情节而做的添设。 成书于乾隆二年的

《滇云历年传》则在《杨监笔记》与《安龙逸史》的基

础上多出了“为停碧鸡关三日始行”的说法［２５］ 。 不

过，历史的真相是，仓皇西撤的朱由榔于当天即抵达

安宁，不可能在碧鸡关停留三日。 《滇云历年传》的
作者倪蜕为清代雍乾时人，去康熙已久，此说既是康

熙时期诸撰述的延展，恐怕也是为丰富朱由榔仁厚

形象而故意为之。 倪蜕原本松江人，“初从巡抚甘

国璧 入 滇， 至 老， 买 山 于 昆 明 西 村， 遂 占 籍

焉” ［２６］ 。 倪蜕撰写《滇云历年传》时，已属滇人书写

滇事，不可能不为滇省民间传说所影响。
云南对朱由榔的想象在“腾冲大救驾”传说中

得到进一步扩大。 “大救驾”是腾冲一道著名的地

方菜肴。 “狩缅”途中，清军突破下关，攻占大理，直
逼永昌。 朱由榔得到消息，立刻从永昌逃至腾冲。
传说当时天色已晚，君臣一行人走了一天山路，疲惫

不堪，饥渴难耐。 幸而遇到一户农家，农户把家中保

存的食物炒在一起，做成了由饵块、火腿、鸡蛋、青菜

组合而成的一盘菜。 朱由榔吃后赞不绝口地说：
“炒饵块救了朕的大驾。”“大救驾”由此得名。 这段

传说不见于清代方志，具体由来已无从考证，但腾冲

民间认定，大救驾发生的地点在今腾冲市腾冲镇

（原洞山乡）胡家湾村。 清末粤人、署腾越厅同知黄

炳堃有诗题为《食饵块》，对饵块赞誉有加，称其“湖
湘廿载游，兹名已先播”。 该诗题注“饵块，腾越胡

家湾产最佳” ［２７］ 。 “腾冲大救驾”明显是“珍珠翡

翠白玉汤”的翻版，故事背景、主角身份、叙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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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无二致。 “白玉汤”的故事有两个版本，主角分别

是龙兴之前的朱元璋和庚子西狩的慈禧太后。 由此

可见，腾冲百姓并未嫌弃朱由榔丧家犬般的落魄，而
是将之视为与君临天下的明太祖朱元璋一样的君

王。 朱由榔虽然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亡命皇帝，但
毕竟顶着一个“皇帝”的帽子，因而仍为民间所津津

乐道。 与此类似，滇西还普遍流传建文帝隐居此地

的传说及所谓“圣迹”。 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牛

街镇观音山有“眠龙洞”，洞中供奉着明朝建文皇帝

神主。 当地人传说，此即“靖难”之后朱允炆隐居之

地。

四、云南革命党人的叙事重构及其
对国家认同的宣示

　 　 清朝灭亡前夕，民主革命兴起，“狩缅”叙事得

到了以云南辛亥革命重要人物、腾冲人李根源为代

表的云南革命党人的高度重视与积极重构。
李根源，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革命，在

日创办《云南》杂志宣传革命思想［２８］ 。 １９０８ 年，受
《云南》杂志委托，李根源和吕志伊编辑了一本特刊

《滇粹》，专门搜集明朝云南历史轶事［２９］ ，借“明臣

明事”来进行革命动员［３０］ 。 其中就有《也是录》及
上文所述之永北刘彬的《晋王李定国列传》，以及另

从日本人石村贞一《元明清史略》及丸山正彦《郑成

功传》中辑出的《永历帝纪》与《附录永历帝贻吴三

桂书》。 此外篇目也均为与明代云南有关的著名英

雄人物及其传记，如与傅友德一道平定云南、后被封

为黔国公、世守云南的沐英，抗倭援朝名将刘 、邓
子龙，七下西洋的三保太监郑和等等［３１］３８４，３８５。 永

历遗民刘彬在《晋王李定国列传》中所表现出来的

对明朝灭亡的悲恸以及对永历君臣朱由榔、李定国

的讴歌，极具感染力，令人动容。 明史的编撰，特别

是对永历朝廷以及朱由榔逃缅后又被捉回昆明处死

的悲剧性命运，成为革命党人有力的宣传动员武器。
清代滇西一直保持着朱由榔、李定国君臣二人

及永国寺的历史记忆。 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的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李根源与剑川名宿赵藩途经永国寺，
刻石立碑，碑文由赵藩撰写，内容如下：

　 　 明季，晋王李定国与清兵曾战于此山上。
永国寺犹奉永历帝君臣栗主。 晋王所题“宁西

禅寺”木榜四字犹悬殿楣，惟石榜“毗卢宝座”
四字则仅中二字存矣。 中华民国光复之元年正

月，腾越李师长印泉与余有事西南，道经山中，

考图经，游旧刹，发思古之幽情，题名立石以念

来者。

从前文供佛碑记可知，云南乡邦对永历帝的记

忆甚至地方性崇拜，至少在雍正时期即已有之。 赵

藩所撰写的碑文内容，并非仅为其与李根源个人的

思想反映，而是滇西较为普遍的历史记忆。
除了碑记，赵藩还作两首七律。 其一 《永国

寺》，其中“宁西禅寺当官道，寥落惟余竹柏邻。 社

屋久遗明帝憾，榜书如写晋王真” ［３２］二句指出木榜

“宁西禅寺”系由李定国所书。 赵藩所作另一首七

律《杉木和杂诗》则有“君臣香火寄禅居，明社难扶

大愿虚。 不重巍巍八铜佛，重他六字晋王书” ［３２］二

句，也是在强调“宁西禅寺”与仅存的“毗” “座”二

字系李定国亲书。 结合碑记与七律，可以看出赵藩

对“狩缅”叙事增补了三段内容：一是李定国在博南

山中与清军作战；二是永国寺一直供奉着永历君臣

二人的神主；三是君臣同心，朱由榔、李定国二人分

别题写木榜。
此后，与李根源同属永昌府的永平人李忠本作

《博南山记》，并进一步表示，永国寺额为永历帝亲

笔所题，而“毗卢宝座”“宁西禅寺”则是分别由永历

帝与李定国所题写的。 另一永平人喻德美作《杉木

和记》，亦称永历帝曾驻跸永国寺，晋王李定国与清

兵鏖战山中，永历帝题“毗卢宝座”，李定国题“宁西

禅寺”。 喻德美称“剑川赵藩补书寺额”，亦当认为

永国寺额原为永历帝御笔，因年久颓败，故由赵藩补

书。 李根源同乡、腾冲人杨大纯作七绝《永平永国

寺》， 其 中 “ 古 殿 阶 前 两 树 花， 晋 王 手 迹 在 天

涯” ［３３］２１３８一句，亦当指“宁西禅寺”系由李定国所

题。 另一腾冲人刘楚湘曾作七律《永国寺》与《经博

南山永国寺》。
《永国寺》云：
　 　 煤山殉国明运终，福唐蝉继夕阳红。 桂王

拥立诚琐尾，贼臣赑屃寄安隆。 晋国崛起原流

寇，薰莸十年不同臭。 一朝慷慨动三军，哲将双

手扶明胄。 遂举义师匡王室，金马碧鸡驻御跸。
励志兴复旧山河，天意不属奈若何？ 至今惟遗

永国寺，西风残月含幽意。 殿前山茶雨树蟠，年
年放花心尽丹。［３３］２０５８

《经博南山永国寺》云：
　 　 南服播迁社已倾，永终历数叹朱明。 挥戈

竭尽回天力，呕血空余报国情。 千古巍巍瞻庙

貌，满山谡谡听松声。 博南越过趋行急，未得心

香一展诚。［３３］２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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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不仅意在凭吊永历君臣，更是对李定国虽

尽心竭力匡扶明朝却仍回天无力、悲愤而亡的叹惋

与同情。
虽然滇西普遍存在有关“永历君臣”的历史记

忆，但朱由榔在“入缅”途中并未在博南山驻跸，“晋
王李定国与清兵曾战于此山上”也并非历史事实，
君臣二人题写寺额及木榜很可能是李根源、赵藩等

人的有意杜撰，但刻画明清鼎革背景下的李定国与

清兵的鏖战，大力宣扬君臣二人的同心，与当时清民

鼎革的时代背景是相吻合的，同时也是李根源等人

发动云南辛亥革命的“合法性”的重要证明。
在李根源与赵藩的影响之下，永国寺获得了更

多的关注。 １９１２ 年，李根源不仅到了永国寺，还陪

同赵藩去了鸡足山，并在鸡足山悉檀寺天王殿获得

李定国令谕一纸。 李根源对此甚为珍爱，称其与永

国寺“宁西禅寺”木榜可为“双璧” ［３４］ 。 同年，李根

源再次重申永国寺为“永历帝驻跸时之所建”，并饬

令永昌府重修永国寺，对永国寺修缮、保护以及资金

来源做了详尽安排和严格要求［３５］ 。 １９１６ 年，永平

县奉命重修该寺并刻石立碑。 李根源对李定国的

情感，直到其晚年仍十分强烈。 １９６２ 年，李根源撰

文高度评价李定国“对辛亥革命所起的鼓舞作用”，
自叙其迁滇十世祖李镇雄曾隶李定国麾下练兵，一
度保护永历皇帝“狩缅” ［３６］ 。

有清一代，除雍正时期的供佛碑记之外，云南地

方文献尤其是永昌府和永平县地方志并无关于永历

君臣以及永国寺的相关记载。 清民之际，“狩缅”叙
事被重构，永历帝被重新赋予正统地位，有着极为深

刻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 不过同时也应看到，在
经过了两百多年的社会变迁之后，明清鼎革所反映

的王朝与民族的对立早已淡化。 虽然云南在辛亥革

命中属于响应较早且比较积极的一个省份，但在革

命的整个过程中，政治过渡较为平稳。 不过需要指

出的是，云南浓厚的国家认同，还有着来自外部的刺

激因素。 元明清以来，云南地方和云南百姓的国家

意识日益增强，地方是国家的地方，百姓是国家的百

姓，云南原本已与内地各省无异。 然而到了晚清，云
南直接面临着来自边界之外英法殖民者极其严重的

侵略和压迫，云南的边缘意识再次萌发［３７］ 。 以李

根源为代表的云南革命党人不仅积极反抗清朝统治

阶级的压迫，也积极抵御英国殖民者对云南的入侵。
从某种角度来说，云南辛亥革命特别是对永历“狩
缅”叙事的重构，毋宁说是为了推翻清朝的统治，不
如说是对国家的认同，是对内地各省以及境外的英

法殖民者宣示：云南是中国的云南，云南的历史是中

国的历史，云南的辛亥革命也是中国的辛亥革命。

结　 语

至此，我们可以简要梳理一下“入缅”叙事的各

个阶段。 永历朝廷遗民在建构叙事时，应当只是为

了让他们这位命运多舛的皇帝为后世铭记，同时也

以此表明自己的忠心与节义。 在新兴的清王朝的宏

大叙事中，朱由榔没有什么位置。 在这里，朱由榔谈

不上皇帝，顶多是一个不肯顺从天命的前明落魄藩

王。 这两段叙事，鲜明地反映着王朝认同之争。 时

过境迁，当云南乡邦也开始参与叙事，朱由榔作为天

子的身份得到了重视。 云南在历史上虽然也曾有过

自立之君，甚至与中原王朝一度分庭抗礼，但作为中

原王朝的天子来到云南，朱由榔是第一人。 在云南

乡邦所发展的叙事中，云南不再仅仅是中原的边缘

之地，云南也是天子驾幸过的云南。 至此，“入缅”
叙事跳出了正统论争，而是以独特的方式展现云南

与中原王朝的紧密联系。 清末民主革命兴起之后，
与前人乡邦叙事不同，云南的革命党人通过整理出

版明代史事，修葺永国寺，重构了“入缅”的叙事主

题。 朱由榔明朝天子的身份再次被明确与强化，朱
由榔与李定国被升华为上下一心、勠力抗争的抗清

君臣。 在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的革命浪潮当中，
拥有这样一段历史的边疆云南，其革命的正当性以

及其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的主体性，不仅不亚于中原

各省，甚至可以说更为突出。 在这段叙事中，认同仍

然是关键词，只是由王朝认同，转变为了国家认同。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永历入缅”叙事主题最

终演变为云南的国家认同，是云南在中国历史内里

中不断发展的一个缩影。 作为中国的边疆之地，云
南以独特的方式强化了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认同。 在

那个内忧外患交迫的近代岁月中，“云南是中国的

云南”这一认同则又更显可贵与激励人心。

注释

①参见李伯重：《小问题，大历史：全球史视野中的“永历西狩”》，《西

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此外，南明史或明

清云南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对“入缅”问题也有一定涉及。 关于南

明史，参见谢国桢、顾诚、南炳文、司徒琳等学者的同题专著。 关于

“入缅”的原因与影响，关于明清云南的历史地理，参见陆韧：《云南

对外交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

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

释》，中华书局 １９８７ 年版。 ②邓凯：《也是录》，于浩编：《明清史料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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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续编》第 ５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另国家图书馆编：
《稀见明史史籍辑存》第 １５ 册，线装书局 ２００３ 年版。 两部丛书所收

《也是录》均为国家图书馆藏《明季野史杂钞》本，后一丛书目录将

“也是录”误为“世是录”。 《也是录》主要记载“己亥”（顺治十六年、
永历十三年）以后事。 全祖望在《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九《题也是录》
中记载：“邓都督《也是录》质实无虚语。”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

４３０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４０ 页。 吕振宇认为国图藏

《明季野史杂钞》本《也是录》为足本，包括刘茝《狩缅纪事》在内，
“无一不是直录或转引《也是录》”。 吕振宇：《简析邓凯和〈也是

录〉》，《清史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 ③刘茝：《狩缅纪事》，丁红校点：
《狩缅纪事·明末滇南纪略·安龙逸史·皇明末造录》，“明末清初

史料选刊”，浙江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 该本以浙江图书馆藏之抄

本为底本。 高国强认为“浙图本”与“国图本”之《狩缅纪事》均为善

本。 高国强：《〈狩缅纪事〉概说》，《西南古籍研究·２０１１ 年》，云南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按，对勘《也是录》与《狩缅纪事》，后者关于

朱由榔入缅关之前及押回昆明之后的叙述远较前者丰富，并不能说

《狩缅纪事》“直录或转引”《也是录》。 ④参见杨德泽：《杨监笔记》，
《中国野史集成》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中国野史集成》第 ３４
册，巴蜀书社 １９９３ 年版。 ⑤高国强的《〈狩缅纪事〉概说》引乾隆《富
顺县志》，认为刘茝为蜀人。 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一六八《艺文

志·记载滇事之书》（第 １ 页）、卷一六九《艺文志·滇人著述之书·
史类》（第 １２ 页）均著录刘茝《狩缅纪事》；卷一七〇《艺文志·滇人

著述之书下》（第 １０ 页）则著录有刘茝《爱莲轩集》 《乌私泣集》，谓
其为滇人。 刘茝或出生于四川而终老于云南，川滇方志各有侧重。
⑥刘茝：《狩缅纪事》，第 ６ 页。 顺治十六年二月即永历十三年闰正

月，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二日丁亥条”，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６６ 页。 顺治元年七月，清廷决定于次年颁行“时宪

历”，而永历朝廷仍然沿用旧历。 ⑦刘茝：《狩缅纪事》，第 ６、７ 页。
邓凯《也是录》第 ２６２ 页没有记载二十六日抵达何处，但称二十八日

所入为铜壁关且被缅人缴械。 另据杨德泽《杨监笔记》第 ５６４ 页记

载：“这里就是到外国的总路，地名铜皮关，往前还有六关。”“此处只

有三条路，一条是往孟艮去的，一条路是通交趾且有大江之隔，一条

路是入缅甸去的。”可见，铜壁关距离缅关较远，此处缅关非为铜壁

关，当为铁壁关。 ⑧刘茝：《狩缅纪事》，第 ２０、２１ 页。 朱由榔被押至

昆明的日期，邓凯《也是录》第 ２８３ 页记载为三月十三日。 朱、李之

死，《也是录》《杨监笔记》失载。 返昆之后，邓凯被清军与朱由榔分

开，杨德泽一直侍奉朱由榔之母。 参见邓凯：《也是录》，第 ２８３ 页；
刘茝：《狩缅纪事》，第 ２０ 页；杨德泽：《杨监笔记》，第 ５７１ 页。 ⑨笔

者认为朱由榔哭劝随行百姓的举动，恐怕也不无担心人群聚集影响

自己逃命的考虑。 ⑩碧鸡关位于昆明城西，是“入缅”必经之地。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丁红校点：《狩缅纪事·明末滇南纪略·
安龙逸史·皇明末造录》，“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１１９ 页。 屈大均（１６３０—１６９６）生平参见欧初、王贵忱

主编：《屈大均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前言第 １—８ 页。
按，《屈大均全集》未收录《安龙逸史》，或系编撰方不认为其为屈大

均所作。 佚名：《明末滇南纪略》“西走缅甸”，丁红校点：《狩缅纪

事·明末滇南纪略·安龙逸史·皇明末造录》，“明末清初史料选

刊”，浙江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７１ 页。 该书作者不详，成书时间

不详，题“海宁三百二十甲子老人校录”，以“帝”称朱由榔。 胡钦

华：《天南纪事》卷下，于浩编：《明清史料丛书续编》第 ８ 册，第 ２６２
页。 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外二种）》 “旧钞本天南纪事跋”第 ４７
页及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 “天南纪事一卷”第 ５４９ 页对该书评

价颇高。 胡钦华曾为永历朝佥都御史，巡抚湖广，明亡后隐居湖南黔

阳（今湖南洪江市）。 金钟：《皇明末造录》卷下《入缅纪略》，丁红

校点：《狩缅纪事·明末滇南纪略·安龙逸史·皇明末造录》，“明末

清初史料选刊”，浙江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１６５ 页。 该书题为

“皇明”，署“旧京孤臣金钟编辑，海滨遗民童本削定”，遗民色彩跃然

纸上。 永历时，金钟曾为官河南道御史。 参见谢国桢：《增订晚明史

籍考》“《皇明末造录》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５６４—
５６５ 页。 对于朱由榔被捉回昆明后有清军欲挟为叛的记载，《皇明末

造录》第 １６５ 页在《狩缅纪事》的基础上对人数予以了数百倍的夸

大：“逆贼吴三桂营中，有割辫欲讨贼反正者万人。”戴笠：《行在阳

秋》卷下，《三朝野记》，上海书店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３０４ 页。 本书为上海

书店据神州国光社 １９５１ 年版复印。 《行在阳秋》对于永历朝廷入缅

的过程记叙较为详细，作者一说为戴笠，一说为刘湘客。 《三朝野

记》在目录里将作者系于戴笠，该册的序言又称：“傅以礼则说是吴

湘客。 惟书中纪五虎事对于湘客颇多贬词，果湘客所著，似不应尔。
是书真正著者究为何人，只好暂时阙疑了。”此处“吴湘客”为“刘湘

客”之误。 参见傅以礼撰，李慧、主父志波标点：《华延年室题跋》卷
上“行在阳秋”，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３１ 页。 戴笠另著有

《怀陵流寇始终录》，见于《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４４１、４４２ 册，前明

遗民色彩鲜明。 《行在阳秋》均以“上”称朱由榔，无论其作者为谁，
均可确定为前明遗民所撰。 佚名：《入缅始末》，于浩编：《明清史

料丛书续编》第 ５ 册，第 ２２５ 页。 《入缅始末》第 ２２４ 页有“自铜壁关

入缅事悉载邓凯《也是录》”之语，可知该书成于邓凯《也是录》之后。
吴航所著《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第二章第 ８７—１４１ 页“清朝官方

的南明史撰述”对清朝官修明史的过程有详细论述。 参见姚念

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５ 年版。 刘献廷撰，汪北平、夏志和标点：
《广阳杂记》卷三“吉坦然”，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１４０—１４１ 页。
“吉坦然，江宁人，流寓衡阳。 其尊人扈从永历帝上云南，坦然时尚

少，亦随之往。 甲午开科中式，授大理府云龙州知州，后改授姚安府

姚州知州。 清兵至，投诚，授蒙自县知县。 坦然随其父往来于迤东迤

西诸处，知滇事最详。 后出滇，流寓粤东，移衡阳焉。 余问以滇中诸

事，坦然多目击者。”参见《广阳杂记》来新夏前言第 １ 页及正文第

２ 页北平王源撰《刘处士墓表》。 温睿临生平参见《南疆逸史》前

言。 吴航《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第四节“温睿临与《南疆逸史》”第
１７８—１９５ 页，对温书作了专门考察。 相关狱案，可参见全祖望：
《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江浙两大狱记》，《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

４２９ 册，第 ６７２—６７３ 页。 吴航有专门论述，参见吴航著：《清代南

明史撰述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６—４０ 页。 计六

奇撰，任道斌、魏得良点校：《明季南略》，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 年版。 该书

脱稿于康熙十年，其卷一五《吴三桂率清兵取云贵》简略记述顺治十

五年至十七年事。 该点校本的底本为原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清初旧抄

足本。 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３９０ 册，上
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３７ 页。 该书卷四《缅甸散》记述了“永
历入缅”过程。 据其自序可知，该书成书时间最晚不超过康熙二十

七年。 冯甦：《劫灰录》，《中国野史集成》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
《中国野史集成》第 ３４ 册，巴蜀书社 １９９３ 年版。 冯甦，浙江临海人，
顺治十五年进士，曾在云南任职。 《劫灰录》之“永明王僭号始末”
“亡国诸人事考”所记内容与“永历入缅”有关。 冯甦：《劫灰录》，
第 ３２４ 页。 《劫灰录》当系沿用《皇明末造录》卷下《入缅纪略》第

１５５ 页的记载，但《劫灰录》称清军为“大兵”，《皇明末造录》则称之

为“贼兵”。 冯甦：《见闻随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５６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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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齐鲁书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３ 页。 按，毛奇龄卒于康熙五十五年。 
叶廷琯：《吹网录》卷四“劫灰录补注跋并撰人辨”，《续修四库全书》
子部第 １１６３ 册，第 ５４—５６ 页。 按，方、钱二人均为安徽桐城人。 
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外二种）》“见闻随笔跋”，中华书局 ２０１２ 年

版，第 ５３—５４ 页；“劫灰录跋”，第 ５４—５６ 页。 郑达：《野史无文》，
“晚明史料丛书”，中华书局 １９６０ 年版，第 １ 页。 从中华书局上海编

辑所的表述来看，似将“珠江寓舫”与冯甦视为二人。 吴航：《清代

南明史撰述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５２ 页。 按，王士

祯，号渔阳山人，世称王渔阳。 参见邵廷采：《西南纪事》，《中国野

史集成》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中国野史集成》第 ３２ 册，巴蜀书

社 １９９３ 年版。 康熙《云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考》，凤凰出版社

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云南》第 １ 册，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９２ 页；康熙《云南府志》卷五《沿革》，林超民等编：《西南稀

见方志文献》第 ２３ 卷，兰州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２２ 页。 《御
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一二〇《明唐桂二王本末·桂王三》，《景印文渊

阁四库全书》史部第 ３３９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７８５ 页。
该书纂成于乾隆三十三年。 《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景印文渊阁

四库全书》集部第 ４５６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３９３ 页。 该

录成书于乾隆五十四年。 李天根撰，仓修良、魏得良点校：《爝火

录》卷三二“大清圣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

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９５８ 页。 李天根，江苏无锡人，《爝火录》成
书于乾隆十三年。 李天根生平及《爝火录》有关情况，参见该书的点

校说明。 当然，清晚期“入缅”叙事，并非都没有清朝官方意识。
嘉庆年间成书的《明纪》卷六〇《桂王始末》关于“入缅”叙事较为简

略。 陈鹤，江苏元和人，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 年）左右去世，《明纪》由

其孙陈克家补完。 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 年）成书的《明通鉴》在卷首

“义例”中直言谨遵乾隆帝例，书“明”不书“纪”，“附纪”对朱由榔但

称“桂王”，对其死事记载也比较中立。 参见陈鹤、陈克家：《明纪》，
《四库未收书辑刊》编辑委员会：《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６ 辑第 ７ 册，
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１８８—２０８ 页；夏鼐撰，王日根、李一平、李
珽、李秉乾等校点：《明通鉴》，岳麓书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２７１５—２７２４
页。 屈大均为广东番禺人，王夫之为湖南衡阳人，戴笠为江苏吴江

人，刘献廷为江苏吴县人，温睿临为浙江乌程人，黄宗羲、邵廷采为浙

江余姚人，方孝标、方以智、钱澄之均为安徽桐城人。 上述书写者大

体可分为浙东学派和桐城学派。 清代云南方志作为带有官方性质

的撰述，虽未回避“入缅”叙事，但刻意淡化的处理方式十分明显。
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
（汉文版）第 ８７ 册《滇粹》，四川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４１２ 页。
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第 ４３０ 页及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第

５７２—５７３ 页对《滇粹》均有介绍，前者尤为看重刘彬《晋王李定国列

传》。 该传成书时间不详，或在刘彬生前的康熙时期。 刘彬著有

《铁园呓语集》，见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一七〇《艺文志·滇人著

述之书下》，光绪二十七年刊本，第 １２ 页；另有《永昌土司论》 《重修

〈永昌府志〉序》，见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 “文录”卷九，杨文虎等

校注：《〈永昌府文征〉校注》第 ７ 册，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版，第 ２３４０—２３４３ 页。 ２０１８ 年 １１—１２ 月，笔者在大理白族自治州

漾濞、永平两县考察滇缅公路及博南古道期间，于永平县杉阳镇博南

山腰永国寺亲见此碑。 大理州永平县在民国及以前属于永昌（今保

山）。 李根源、江逢僧：民国《永平县志稿》卷二，杨世钰、赵寅松主

编：《大理丛书·方志篇》（本篇主编：郭惠青、李公）卷七，民族出版

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７９ 页。 康熙《永昌府志》卷四《山川》，北京图书

馆古籍出版社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４５ 册史部地

理类，书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９１８ 页。 霁虹桥，古称兰津渡，
是自西汉以来当地人民穿梭澜沧江的唯一渡口。 近代以来，虽然滇

缅公路及 ３２０ 国道从霁虹桥以北上游绕行，但已建成的滇缅石油管

道及建设中的大理至瑞丽铁路仍从此处过河。 康熙《鹤庆府志》
卷二三《古迹·眠龙洞》，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社编辑组：《北京图书

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４５ 册史部地理类，书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第 ５３５ 页。 此处原属鹤庆县，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划入洱源县。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农历九月初九日），李根源参与蔡锷领导的“重九起

义”，推翻清朝在云南的统治。 起义成功后，成立云南军都督府，李
根源任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长，继任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

统，节制滇西文武官员，处理滇西事务。 杨世钰主编： 《大理

丛书·金石篇》（本篇主编：张树芳）第 ６ 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６１ 页。 此碑又称《博南山》碑，仍保存于今永国寺遗

址。 文中称“宁西禅寺”当即雍正元年供佛碑中的“西宁禅寺”。 
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 “文录”卷三〇，杨文虎等校注：《〈永昌府

文征〉校注》第 ９ 册，第 ３０５０、３０５２ 页。 赵藩补书为“毗” “座”二字，
由李根源所请。 参见《毗卢宝座刻石》，杨世钰主编：《大理丛书·金

石篇》第 ４ 册，第 ４３—４６ 页。 《修建永国寺碑记》，杨世钰主编：
《大理丛书·金石篇》第 ６ 册，第 ７０ 页。 清代及民国时期，永平县隶

属永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划归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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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ｓ， ｔｈｅ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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